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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靈寺 169窟第 6龕中建弘題記與華嚴十方佛研究 

香港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博士生 

釋德存（熊燁） 

摘 要 

炳靈寺 169 窟作為西秦與北魏時期河西走廊一帶最具研究意義與影響力的石

窟之一，其展現的內容極其豐富。在 169 窟的第 6 龕中，即有迄今為止中國境內發

現最早的西方三聖像，也保存著中國石窟寺中現存最早的造像題記。在西方三聖像

與造像題記中間偏上部分有十方佛的造像與題名，這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與研究。

本文首先會介紹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建弘題記的內容與題材，以及當時、當地

佛教傳播之概況。之後會重點討論建弘題記附近的十方佛像與題名，以及第 6 龕

中十方佛刹的來源。在對比多個版本的十方佛以及相關的歷史資料後，本文在參考

建弘題記的時間、內容，第 6 龕的題材，以及華嚴經學傳播概況的情況下，認為第

6 龕中的十方佛刹應當是依據晉譯《華嚴經》所造。在文章的最後，筆者會初步討

論建弘題記附近出現十方佛刹相關內容的原因以供讀者思考。 

關鍵詞：炳靈寺、建弘題記、十方佛、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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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炳靈寺位於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西南約 30-40 公里處的小積石山中。

根據相關的記載，其開鑿年代大致從十六國時期，一直延續到了明、清。1 雖然炳

靈寺石窟開鑿跨度的年代很長，但就石窟的分期而言，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四個

時期：北朝時期、初唐（包括隋朝）與盛唐時期、中晚唐時期、宋至明清時期。就

北朝時期而言，也有學者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劃分，並且將 169 窟單獨作為北朝時

期開鑿的第一個階段。2 這也凸顯了 169 窟作為炳靈寺最具代表性石窟的重要性。  

從歷史上看，早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河水二》中就有著相關的記載：「河

北有層山……下層岩峭舉，壁岸無階，懸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

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

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發之徒，亦往棲托焉。故《秦州記》曰：

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裡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

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3 這裡的河北指的是黃河以北，其中描述的「唐述窟」

或「時亮窟」具體所指目前雖仍有爭議，但已有學者更傾向於將「時亮窟」匹配到

169 窟。4《水經注》中提到的「懷道玄宗之士，皮冠淨發之徒」就是對當時、當地

出家人的描述。筆者曾於 2020 年 10 月前往炳靈寺考察。考察的重中之重也是 169

窟（見圖一）。從石窟寺下方的水泥道前往 169 窟時，需要攀爬多層較為陡峭狹窄

的木質結構棧道。雖然這一棧道為近幾十年重新建造，但 169 窟即使經歷了 1600

多年，仍與《水經注》的描述基本一致。 

本文的重點是討論 169 窟第 6 龕的建弘題記及其左上方的十方佛壁畫與題名。

從上世紀 90 年代起，已有學者陸續對 169 窟進行了各個角度的分析。就建弘題記

而言，張寶璽在結合其他學者錄文的基礎上對題記的內容重做了識讀，並且大致識

別出了 230 餘字。除此之外，也對題記以及周邊壁畫的內容根據不同的題材進行

了分類。5 就張寶璽所持建弘題記應為西元 420 年所造之觀點，王惠民認為雖然題

記中的建弘元年（西元 420 年）可以被識別，但是以「玄枵」作為紀年依據應該更

加可靠。同時，王惠民也將晉譯《華嚴經》6的翻譯年代作為佐證來證明建弘題記

 
1 請參見：祁永龍，〈淺析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113。 
2 有關炳靈寺北朝分期的進一步劃分，請參見：陳海濤、劉惠琴，〈炳靈寺石窟及其三個重要階段〉，

《西北史地》1994 年第 4 期，頁 51。 
3 酈道元，《水經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頁 16-39。 
4 請參見：齊正奎，〈亦談唐述與時亮二窟〉，《敦煌學輯刊》1996 年第 2 期，頁 57-60。 
5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敦煌研究》1992 年第 1 期，頁 11-20。 
6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的《華嚴經》或者是晉譯《華嚴經》均指代由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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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時間應該是建弘五年而非建弘元年。7 魏文斌更加認可張寶璽的觀點。他提

出 「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出現筆誤的可能性不大，「玄枵」即「子」

的意思，「子」即代表元年，因此 169 窟中的年代應當是建弘元年。8 曹學文、丁

萬華近期對有關建弘題記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其中列舉了六個版本的錄文與識讀，

並且對建弘題記年代的兩種觀點進行了分析。文章的最後，作者提出目前鮮有學者

將炳靈寺石窟與河州當地的文化進行聯繫，這也可能是今後研究的一個方向。9 莊

希祖從書法的角度簡要分析了建弘題記的重要意義。作者根據題記與其他文字的

特點提出一個假設：「題記是南方高僧書家所為，而其它為北方書家所為。」10 當

然，作者也認為題記可能出自於僧人之手。這兩種觀點似乎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除了建弘題記之外，也有諸多學者對 169 窟中十方佛這一題材的壁畫或題名

中佛刹的名號進行了研究。馬德重點參考了 30 卷本《佛說佛名經》出現的 40 多

組十方佛中帶有「智」的佛號，然後與第 6 龕中的十方佛名進行了比對。這一論

點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於《佛名經》的各個版本並非一致，且 30 卷本的出

處仍存疑惑，所以這一觀點的說服力還有待驗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似乎

選擇性的忽略了晉譯《華嚴經》中的十方佛與第 6 龕中十方佛兩者之間的高度一

致性。此外，作者依據敦煌寫本《十方千五百佛名經》試圖連接了第 6 龕中十方

佛與千佛的關係。這一觀點也需要補充其他的證據才能證實。11 張寶璽通過對比

晉譯《華嚴經》與第 6 龕中佛像側面的題名，認為兩者之間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魏文斌在張寶璽與馬德的基礎上，將第 6 龕中的題名、晉譯《華嚴經》中〈如來

名號品〉的文字、還有馬德所依據《佛名經》的文字做出了對比。雖然作者更加

傾向於張寶璽的觀點，但是論證過程中並沒有過多的考慮早期淨土信仰與晉譯

《華嚴經》之間的關係。就「十方三世佛」而言，賴文英也做出了相關的論述，

但其重點放在了北魏的 126，128，以及 132 號窟。西秦時期所造的 169 窟中第 6

龕的十方佛壁畫與題名並未引起作者足夠的重視。12 梁燕重點分析了建弘題記附

近的壁畫題材。雖然作者的出發點是第 6 龕，但其分析的內容卻集中到了第 11 龕

 
所譯六十卷版本的《大方廣佛華嚴經》。 
7 王惠民，〈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敦煌研究》1998 年第 3 期，頁 167。 
8 魏文斌，〈關於炳靈寺石窟研究的幾個問題〉，收入《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人

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28。 
9 曹學文、丁萬華，〈炳靈寺石窟第 169 窟「建弘題記」研究述評〉，《敦煌學輯刊》2020 年第 3 期，

頁 92-103。 
10 莊希祖，〈炳靈寺石窟題記的意義〉，《中國書法》2011 年第 2 期，頁 123。 
11 馬德，〈炳靈寺第 169 窟 6 號龕「十方十智佛」臆測〉，收入《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93-99。 
12 賴文英，〈論炳靈寺北魏石窟的「十方三世佛」——以 126、128、132 窟為例〉，收入鄭炳林、花

平甯主編：《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2002 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3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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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2 龕。13 其他作者在分析第 6 龕的相關壁畫時，基本上都聚焦於彌陀三聖像

上，而忽視了附近十方佛像的相關內容。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有諸位學者對建弘題記的文字以及附近的十方佛像做出

了識別與說明。這些議題大多集中在兩個方面:（1）建弘題記的年代。（2）十方佛

名的來源。但是，鮮有作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為什麼在淨土為主題的佛龕內會

出現與晉譯《華嚴經》密切相關的十方佛像與題名。早期的華嚴內容為什麼在西元

420 年前後出現在北方這一石窟中？這些問題都會在本文中有所涉及。  

二、 炳靈寺 169窟第 6龕中的建弘題記及相關壁畫題材 

（一） 建弘題記的介紹 

根據相關圖冊資料的介紹14，結合本人 2020 年對炳靈寺特別是 169 窟的實地

考察，在 169 窟第 6 龕附近牆面上存在一處非常明顯的題記（見圖二）。根據甘肅

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的介紹，「題記高 0.47 米，寬 0.87 米，500 餘字，內容為第

6 龕造像發願文，末書『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建弘題記』是迄

今中國石窟中發現最早的紀年題記……」。15 至今為止，這是中國境內發現的有明

確紀年的最早的造像題記。 

當筆者在 169 窟實地考察時，發現題記有近一半的內容侵蝕嚴重。比較難以辨

識的內容主要集中在題記的前半部分（題記的右側）；而題記後半部分的文字（題

記的左側）則相對保存完好，其大致內容依然可以識別。建弘題記上最後一句（最

後一豎排）中明確的記載了造像題記的時間，即：「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

造」。其中的建弘元年指的是西秦（西元 385 年～400 年、西元 409～431 年）建弘

元年，可以非常明確是西元 420 年。歲在玄枵指的是西元 424 年。這一時期炳靈寺

一帶屬於十六國時期西秦政權第三位君主乞伏熾磐的統治之下。根據張寶璽的實

地勘測與研究16，169 窟建弘題記中（包括建弘題記附近相關的壁畫與題名）大致

 
13 梁燕，〈炳靈寺 169 窟北壁畫塑源流〉，《中國美術研究》2018 年第 2 期，封 2、封 3。 
14 有關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建弘題記的圖片，請參見：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

（江蘇：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 年），頁 157。或參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

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株式會社平凡社，1989 年），頁 21。 
15 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頁 157。 
16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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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十方佛、三世佛、彌勒、華嚴、供養人等題材。那麼在這一時期，炳靈寺與

河西走廊一帶到底受到了哪些佛教思想的影響才會出現如上所述的多種題材呢？ 

（二） 西元 4世紀末期到 5世紀初期河西走廊一帶的佛教思想 

首先，建弘題記與相鄰壁畫的相關內容都顯示當時、當地的佛教受到了大乘思

想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大乘佛教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傳播與大乘思想在這一地區的

影響直接顯示到了炳靈寺 169 窟的相關題記與壁畫之中。 

根據呂澂先生的論述，大乘佛教在印度的起源時間還很難確定，但是大乘佛教的

起源是與大乘經「相伴而來」。17 呂澂先生認為大乘經的起源大約在西元 1 世紀。18 

在筆者看來，河西走廊地區大乘佛教的起源依然是隨著大乘經典的傳播與翻譯而

來。大乘經典在河西走廊的傳播，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議題。它涉及到西元 2-

4 世紀游走於印度、西域與中原地區多位譯經師的生平以及思想，且在細節上依然

有諸多爭議，本文在此不做贅述。於此同時，毗曇特別是有部的經典與思想在這一

地域也有所流傳。但是，就西元 4 世紀末期至 5 世紀初期炳靈寺 169 窟所體現的

內容而言，筆者認為它們大致受到了兩類經典的影響。 

首先，根據學者的判斷，炳靈寺 169 窟整體而言是一個禪窟。19 因此，169 窟

的開鑿肯定會受到早期禪法的影響。這裡所提到的早期禪法，並非等同於大乘禪

法，這與此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天臺宗或者禪宗的修行方式有著較大的差異。這裡的

禪法，更多的指向於禪觀或者是觀法。這類修行方式與一些講述禪法的早期經典都

有著密切的聯繫，例如鳩摩羅什於 5 世紀初期在長安翻譯的《禪秘要法經》20、《坐

禪三昧經》21、《思惟略要法》22等。這類經典對西秦與北魏時期河西走廊一帶早期

禪窟的建造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從唐代起逐漸發展出的各個宗派中的修行方式，

早期禪法對觀佛的方法與過程都更加重視。隨著道安、羅什等僧人對早期禪法經典

的翻譯，這一時期河西走廊一帶的禪窟也逐漸興盛。169 窟，不論是其建築結構、

佛龕內容，還是建造目的都與早期禪觀經典關係密切。 

除此之外，由於 169 窟中大乘佛教的內容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也是這一時

期大乘思想在河西地區傳播的具體體現之一。例如：第 6 龕的主題就是無量壽佛

三聖，第 6 龕中既有三聖像的整體佈局，也在彌陀背光中描繪了非常生動、形象的

 
17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75。 
18 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頁 75。 
19 關於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請參見：祁永龍，〈淺析炳靈寺石窟開鑿的原因〉，頁 113-115。 
20 《禪祕要法經》，CBETA 2019.Q3, T15, no. 613。 
21 《坐禪三昧經》，CBETA 2019.Q3, T15, no. 614。 
22 《思惟略要法》，CBETA 2019.Q3, T15, no.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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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與歌舞等內容。這些具體的內容，在 4 世紀末期到 5 世紀初期所翻譯的淨土

經典中都能夠找到具體的依據。其他的題材例如：彌勒，三世佛、十方佛等，也可

以在當時傳播的大乘經典中找到相對應的來源。因此，筆者認為 169 窟第 6 龕（也

包括其他龕）受到了以上兩類經典的共同影響。 

三、 建弘題記左上方相鄰壁畫中的十方佛 

上文簡要的介紹了建弘題記的內容與 169 窟第 6 龕中所體現的相關題材，其

中大部分的題材例如十方佛、三世佛、彌勒、華嚴、供養人等都與大乘佛教在當時、

當地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第 6 龕建弘題記的左上方，有著比較清晰的十方

佛壁畫。除了部分壁畫受到侵蝕外，在每一個小佛像壁畫的上側，都可以識別出佛

刹的方向與佛號名稱的題名（見圖三）。因此，十方佛刹與題名源自何部經典便是

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 169窟第 6龕中十方佛的名號與方向識別 

在此類石窟中，壁畫旁的題名對識別這一題材的內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第

6 龕中出現的十方佛而言，十方佛像皆為坐像，且大小、姿態、間隔、色彩、繪畫

方式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見圖三與圖四）。如果沒有相關的題名在側，幾乎沒有

方法來識別出十方佛的具體內容以及造像的來源或依據。因此，在這一環境中，對

題名內容的分析特別是對題名內容來源的分析顯得至關重要。 

十方佛，本身就是大乘佛教的顯著特徵與表現形式之一。在大乘佛教的興起階

段，大乘經典的傳播與翻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西元 4 世紀末期至 5 時期初

期河西走廊一帶大乘佛教的傳播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域，特別是古代新疆，龜茲，于

闐等地。在這一時期，不論是淨土、法華，還是華嚴等各類經典中，都可以找到十

方佛的相關內容。但是，各類經典中十方佛的方向與佛的名號都有著顯著的區別。

根據實地考察與圖片資料的顯示，筆者可以大致可以識別出十方佛中的七個佛名

與方向（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南方智火佛、西方習智佛、北方行智佛、西南方

上智佛、西北方自在智佛、下方梵智佛、上方伏怨智佛。23 筆者的識別與張寶璽的

錄入與比對也是基本相同的。根據張寶璽的發現，第 6 龕中十方佛刹的方向與佛

的名號與晉譯《華嚴經》中〈如來名號品〉的內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24 除此之

 
2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11：麥積山 炳靈寺》（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

版社，2006 年），頁 3。 
24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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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晉譯《華嚴經》中有關十方佛刹的描述也是結跏趺坐的坐姿，這種姿勢與第 6

龕中十方佛壁畫的姿勢也保持了一致。 

（二） 晉譯《華嚴經》中的十方佛刹引起的思考 

《華嚴經》的傳譯經過了大約 5 個世紀，在華嚴本部第一次譯出之前，已經譯

出了多部支品經、節譯經、眷屬經等。其中明確涉及到十方佛號的，就是後漢支婁

迦讖翻譯的《佛說兜沙經》。 

1. 晉譯《華嚴經》中的十方佛刹與《兜沙經》中的十方佛刹 

晉譯《華嚴經》的〈如來名號品〉中提到了佛陀在普光法堂的蓮華藏師子座

上宣講了十個方向十佛剎微塵數國的世界名稱、佛陀名號、菩薩名號、佛刹方向

等資訊：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即如其像，現神通力。現神力已，東方過十

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色，佛號不動智，有菩薩字文殊師利，與十佛土

塵數菩薩來詣佛所，恭敬供養，頭面禮足，即於東方，化作蓮華藏師子之座，

結跏趺坐。 

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樂色，佛號智火，有菩薩字覺首…… 

西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華色，佛號習智，菩薩字財首…… 

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薝卜華色，佛號行智，菩薩字寶首…… 

東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青蓮華色，佛號明智，菩薩字德首…… 

東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色，佛號究竟智，菩薩字目首…… 

西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寶色，佛號上智，菩薩字進首…… 

西北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金剛色，佛號自在智，菩薩字法首…… 

下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玻瓈色，佛號梵智，菩薩字智首…… 

上方過十佛剎微塵數國，有世界名如實色，佛號伏怨智，菩薩字賢首……25 

對比後漢支婁迦讖所譯的《兜沙經》： 

佛悉知諸菩薩心所念，佛悉現光明威神。 

東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逝墮，其剎名訖連桓。文殊師利菩薩從是

剎來，與諸菩薩俱——數如十方剎塵——皆前為佛作禮，各各於自然師子座

交路帳中坐。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19.Q3, T09, no. 278, pp. 418b18-41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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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泥羅墮羅，其剎名樓耆洹。佛陀師利菩薩

從是剎來…… 

西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斯墮陀，其剎名波頭洹。羅鄰師利菩薩從

是剎來…… 

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闍墮，其剎名占倍洹。檀那師利菩薩從是

剎來…… 

東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輸那墮國陀，其剎名優彼洹。群那師利

菩薩從是剎來…… 

東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旃陀墮陀，其剎名犍闍洹。那涅羅師利

菩薩從是剎來…… 

西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欝沈墮大，其剎名羅憐洹。惟闍師利菩薩

從是剎來…… 

西北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阿波羅墮，其剎名活逸洹。曇摩師利菩薩

從是剎來…… 

下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楓摩墮羅，其剎名潘利洹。𢜪那師利菩薩從

是剎來…… 

上方極遠不可計佛剎有佛，佛名墮色，其剎名儨提拾洹。那軷陀師利菩薩從

是剎來……26 

2. 169窟第 6龕中十方佛刹的溯源 

對比如上兩個版本，不難發現二者描述十方佛刹的方向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從

東方、南方，一直到最後的下方和上方。但是兩個版本中佛陀的名號與相對應菩薩

的名號都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外，《佛說佛名經》27（失譯 30 卷本）中也有多個版

本的佛號與第 6 龕中的佛號重合，但是在《佛名經》中，東北方佛刹出現在西北方

之後，而不是晉譯《華嚴經》與《兜沙經》中的西南方佛刹之後。 

表格一：炳靈寺 169窟第 6龕十方佛來源對比 

169 窟第 6 龕識別

佛號28 

晉譯《華嚴經‧如來名號

品》中的十方佛 

《兜沙經》中的十方佛 失譯版本《佛說佛

名經》的十方佛29 

東□□□□ 東方佛號不動智 東方佛名阿逝墮 東方多智佛 

 
26 《佛說兜沙經》，CBETA 2019.Q3, T10, no. 280, p. 445b14-c25。 
27 《佛說佛名經》，CBETA 2019.Q3, T14, no. 441。 

28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2-13。 

29 這一版本的佛號是馬德根據 30 卷本《佛名經》中三組十方佛綜合而來。請參見：馬德，〈炳靈寺

第 169 窟 6 號龕「十方十智佛」臆測〉，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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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窟第 6 龕識別

佛號28 

晉譯《華嚴經‧如來名號

品》中的十方佛 

《兜沙經》中的十方佛 失譯版本《佛說佛

名經》的十方佛29 

南方智火佛 南方佛號智火 南方佛名阿泥羅墮羅 南方大集佛 

西方習智佛 西方佛號習智 西方佛名阿斯墮陀 西方習智佛 

北方行智佛 北方佛號行智 北方佛名阿闍墮 北方行智佛 

東北方明智佛 東北方佛號明智 東北方佛名阿輸那墮國陀 東北方明智佛 

東南方□□□□ 東南方佛號究竟智 東南方佛名阿旃陀墮陀 東南方究竟智佛 

西南方上智佛 西南方佛號上智 西南方佛名欝沈墮大 西南方上智佛 

西北方自在智佛 西北方佛號自在智 西北方佛名阿波羅墮 西北方自在智佛 

下方梵智佛 下方佛號梵智 下方佛名楓摩墮羅 下方梵天智佛 

上方伏怨智佛 上方佛號伏怨智 上方佛名墮色 上方伏怨智佛 

表格一中多個版本的十方佛是目前已知文獻中與第 6 龕十方佛題名相似度最

高的幾處來源。不論是從建弘題記所標明的年代（西元 420 年或者西元 424 年），

還是從晉譯《華嚴經》的翻譯時間以及譯者在當時的活動軌跡來看，筆者認為炳靈

寺建弘題記附近所出現的十方佛號與晉譯《華嚴經》的翻譯很難說是偶然。因此，

就目前已知的證據，筆者認為 169 窟第 6 龕的十方佛題名最可能是依據晉譯《華

嚴經》中的〈如來名號品〉所作，原因如下： 

(1) 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建弘題記的時間與晉譯《華嚴經》的時間高度吻合。建弘

題記本身就是造像題記，題記末尾處注明撰寫題記與相關造像的時間也是最為

通行的做法。建弘題記最後一豎行明確記錄到：「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

造」。 就這一時間而言，有學者認為應該採用「建弘元年」30，也有學者認為應

當用「玄枵」來判定紀年，即：建弘五年。31 筆者認為這一爭議在本文暫可擱

置。因為無論是西元 420 年還是西元 424 年，都顯示出十方佛像的創作時間與

晉譯《華嚴》的翻譯與傳播時間比較一致。 

(2) 此外，有學者根據吐魯番出土現存最早晉譯《華嚴經》的寫經殘片，以及有紀

年可考的北涼宮廷寫經生道養的書法，考證出現存於旅順博物館藏（編號 LM 

20_1454_27_08、LM 20_1519_06_15）的《華嚴經》殘片應該是在 426 年前後

出現。32 寫經的時間肯定是早於經典傳播與被接受的時間，而且《華嚴經》從

南朝傳播到吐魯番的時間應該晚於從南朝傳播到炳靈寺的時間。此外，晉譯《華

 
30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2。 

31 王惠民，〈炳靈寺建弘紀年應為建弘五年〉，頁 167。 
32 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華嚴學報》第 6 期（2013 年 11

月），頁 24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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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中〈如來名號品〉的內容非常靠前。在古代，大部經典的保存與傳播本

身就是一件相對困難的事情。晉譯《華嚴經》很可能是一品一品的傳播，即翻

譯一品流通一品。因此有很大的可能在〈如來名號品〉譯出後便傳播到了北方。 

(3) 從相似度來看，對比第 6 龕中的十方佛題名，晉譯《華嚴經》中〈如來名號品〉

中的十方佛與失譯（三十卷）版本《佛說佛名經》的十方佛相似度最高。但是

《佛名經》的翻譯時間與來源本來就存有疑問。在《佛名經》中，存在著多個

版本的十方佛，而且很多版本的十方佛中都存在著重複。因此，筆者更傾向於

將《佛名經》中的十方佛視為一個彙集。因此，《佛名經》中的十方佛很難作為

第 6 龕中十方佛名的源頭。況且，「南方智火佛」或者「智火佛」在《佛名經》

的全文中難尋蹤跡，而「南方智火佛」在晉譯《華嚴經》中十分明確。 

(4) 此外，我們也需要參考 169 窟特別是第 6 龕的主題與相關題材來分析十方佛題

名的來源。這一問題我們將會在下一節中具體討論。 

除此之外，建弘題記中十方佛刹的名號與目前已知其他版本的《華嚴經》（包

括華嚴本部、支品經與眷屬經）都完全不同；建弘題記中十方佛刹的名號與其他含

有大乘十方佛刹（十方世界）名稱的各類經典（例如各個版本的《阿彌陀經》、《無

量壽經》等），也完全不同。這就涉及到了西元 4 世紀末期到 5 世紀初期十方佛思

想在河西走廊與中原地區的傳播情況，故不在本文討論。 

四、 建弘題記附近出現十方佛刹相關內容的原因初探 

就這一問題而言，一方面，可以追溯到早期華嚴經學的傳播；更為重要的是，

可以依據 169 窟建弘題記附近相關的壁畫與題名來分析十方佛像出現的原因。 

就十方佛的傳播而言，在非常早期的經典例如《阿含經》中都很難尋覓蹤跡，

《阿含經》中僅僅對「他方世界」33有多處描述。根據學者的研究，「十方佛觀在中

亞為一成熟之禪觀，在《般舟經》與《思惟略要法… 十方諸佛觀法》中諸佛皆沒

有特定的名稱。在本龕中……引進了《華嚴經》系的佛名，其用意當不只是諸佛的

名號而已，應有其禪法上的用意，亦即《華嚴經》中應有與十方佛觀對應的內容。」
34  在筆者看來，「《華嚴經》中應有與十方佛觀對應的內容」這一論點可以用來作

為十方佛出現在第 6 龕之中的原因之一來看待。但除此之外，第 6 龕中的十方佛

也是晉譯《華嚴經》經過翻譯後由南到北傳播的具體體現之一。在上文中，筆者曾

經對晉譯《華嚴經》的傳播年代提出了討論。自後漢支婁迦讖開始傳譯，到東晉譯

 
33 《長阿含經》，CBETA 2019.Q3, T01, no. 1, p. 144c17。 
34 賴鵬舉，《絲路佛教的圖像與禪法》（桃園：財團法人圓光佛學研究所，2002 年），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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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六十華嚴》乃至唐譯完《八十華嚴》間，《華嚴經》的翻譯大約經過了五個世

紀。在這一過程中，各種版本《華嚴經》的傳譯工作從未停息，不論是華嚴本部還

是支流別品對《華嚴經》的形成都有著很大影響力。這為早期華嚴經學的開展，奠

定了理論基礎。因此，早期華嚴經學的開展與晉譯《華嚴經》的譯傳也是建弘題記

附近出現十方佛內容的原因之一。 

建弘題記的本身就是造像題記，也自然包括了造像時的歷史資訊。在這類題記

中，除了造像時間與造像主題外，通常都會顯示供養人或者是功德主的資訊。在建

弘題記中，根據張寶璽的研究，可以識別出造像的目的，即：「乃妙斑匠，神儀重

輝」。35 這裡的「神儀」指的便是第 6 龕的核心：無量壽佛三聖像（見圖五）。在題

記的靠前部分中可以識別出的「亡第」等字眼，這也符合本龕的淨土主題。除了十

方佛之外，在西方三聖像周遍也有類似規模的壁畫同時配有題名，例如有彌勒菩薩

像、曇摩毗、道融、慧普等比丘像；也有供養人像，例如：博士南安姚慶子、侍聖

廣甯邢裴等。其中曇摩毗、道融（見圖六）等僧人都是在西秦時期非常活躍的僧人。 

根據《高僧傳》的記載，「時乞佛熾盤，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

無毘。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

蓋寡。高乃欲以己率眾，即從毘受法……曇無毘既西返舍夷。」36 從這段文字中，

可以知道曇摩毗來自「舍夷」，即：印度迦毗羅衛國。其中也講到了曇摩毗是一位

禪師，所以才會「訓以禪道」。至於比丘道融，《高僧傳》有如下記載：「融便就講，

剖折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

也。」37  道融與在中原地區的羅什本就有師徒之宜，而且羅什也非常欣賞道融根

據新譯版本講授的《法華經》。正因如此，筆者認為道融對大乘經典應該是非常熟

悉的。就羅什而言，與翻譯晉譯《華嚴經》的佛陀跋陀羅和慧遠之間本就有很多交

集，因此在淨土窟中出現華嚴與法華的內容也就不是那麼突兀了。 

除此之外，供養人像中的題名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博士南安姚慶子」

中的博士這一官職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在西秦時期，博士這一官職的功能是掌

管儒家經學研究和人才教育。38 因此題名中「博士南安姚慶子」及其多位侍生、清

信的出現表明 169 窟的建造應該有著官方的支持，而且供養人的規模較大，這與

169 窟的大型建造規模也非常一致。此外，相鄰的壁畫中也顯示了大型的行列（見

圖七），這也意味著功德主中有著西秦政權的高級官員。 

 
35 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頁 12。 
36 《高僧傳》，CBETA 2019.Q3, T50, no. 2059, p. 397a27-b5。 
37 《高僧傳》，CBETA 2019.Q3, T50, no. 2059, p. 363c1-3。 
38 齊然，《西秦政權治國策略研究》（甘肅：西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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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建弘題記以及周圍的相關壁畫、題名，筆者可以做出如下結論：(1)

第 6 龕在建造過程中得到了西秦政權的支持。(2)第 6 龕中有著諸多的供養人。(3)

第 6 龕中雖然以淨土為主題，但其內容並非局限於淨土。不論是禪僧曇摩毗還是

比丘道融的造像與題名，亦或是三聖像附近的彌勒像與十方佛像，都顯示出多種早

期大乘經典與題材在四世紀末期至五世紀初期出現在了河西走廊地區。因此，華嚴

十方佛在建弘題記附近的出現並非偶然。在淨土為主題的佛龕與題記附近出現華

嚴十方佛的壁畫與題名，不論是從當時大乘佛教的傳播狀況，還是同時期多位僧人

的相互交流情況來看，都體現了早期華嚴信仰與大乘佛教的其他信仰已經有了交

流，並且幾乎是同步發展的。 

五、 餘論 

不論是從建弘題記，還是 169 窟中的其他內容來觀察，都可以窺測到西元 4 世

紀末期至 5 世紀初期河西地區所呈現出的早期大乘經典與禪法經典傳播的狀況。

其中，就第 6 龕中的建弘題記、十方佛像以及相鄰的壁畫而言，它們反映了在當

時、當地與華嚴相關的十方佛已經有了一席之地。北方早期的華嚴信仰在這一時期

已經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同時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早期的華嚴信仰與同時期其他

的大乘經典與思想一起逐漸在河西走廊一帶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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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169 窟的外觀39 

 
39 圖片來源：作者本人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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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建弘題記40 

 

 

 

 

 

 

 

 

 

 

 

 

 

 

 

 

 

 
40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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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的十方佛41 

 

 

 
41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11：麥積山 炳靈寺》，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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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依據圖三中十方佛細節的局部放大42 

 

 

 

 

 

 

 

 

 

 

 

 
42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 11，麥積山 炳靈寺》，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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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無量壽佛三聖像43 

 

 

 

 

 

 

 

 

 
43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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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曇摩毗、比丘道融之像44 

 
44 圖片來源：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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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炳靈寺 169 窟第 6 龕中的供養人像與儀仗45 

 
45 圖片來源：甘肅炳靈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炳靈寺》，頁 115。 


